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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及启示：2000-2016
朱兴婷 邓利娟 杨林波 *
20 世纪 80 年代，金融深化理论（Ronald McKinnon, E.S.Show, 1973）的提出掀起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的国际浪潮。同时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美国等对其不断施压，要求开放金融市场。
为因应岛内外经济发展情势变化，1980 年台湾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改革初期，由于开放顺序有误、
相关配套措施不足等原因，岛内出现了金融自由化过度问题，金融机构数目激增、同质性竞争加剧、
资产品质恶化、盈利能力下滑，并于 1998 年爆发了一场本土性金融危机。为解决金融自由化过度问题，
台湾当局在 2000 至 2016 年间接连推动了三次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关
三次金融改革成效的研究，为两岸学者高度关注，它不仅影响台湾金融发展，对于推动大陆金融改革
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目前岛内外学者有关台湾金融改革成效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曹
小衡（1994）[1]、章和杰和胡石青（2002）[2]、许振明（2005）[3]、陈鹏和傅浚映（2010）[4]、胡胜正和
卢俊伟（2013）[5] 等学者，以改革目标的实现作为衡量标准对改革成效予以评价。二是董红蕾（2003）[6]、
解强等（2009）[7]、黄怡婷和姜树翰（2012）[8] 等学者，采取指标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对银行
业、保险业等某一行业，进行改革前后的绩效对比分析。金融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提升金融效率，推动
经济增长 [9]。目前有关台湾金融改革成效的研究并未涉及改革的本质目的，鉴于此，本文从金融改革
对金融效率影响的视角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台湾三次金融改革的成效。
一、改革举措及其对效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本文在回顾三次金融改革主要举措的基础上，厘清金融改革影响金融效率的机理。
摘 要：为解决前期改革引致的金融自由化过度问题，台湾当局在 2000 至 2016 年间相继开展了
三次金融改革。研究发现，三次金融改革对金融总效率、聚集效率存在持续正向影响，对配置效率存
在长期负向影响。为提升金融效率，未来台湾当局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整并、优化产权结构、完善融
资结构。借鉴台湾经验教训，大陆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应逐步开放金融机构设立，同步推动金融创新；
提高民营金融机构占比，优化金融产权结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助推农村经济；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维持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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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举措回顾 
2000 年陈水扁执政后，面对金融过度自由化问题，相继推动了以“除弊”、“兴利”为号召的两
次金融改革。其中，第一次改革基本达成了“258”改革目标 [10]，第二次改革则因“限时限量”的整
并计划饱受社会争议而失败。面对第二次金融改革的遗弊，马英九上台后以打造“亚太金融中心”为
重点，审慎推动第三次金融改革。概括来讲，改革举措主要包括：
1、推动金融机构整并，扩大金融机构规模
截至 2000 年底，岛内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数 6127 家，平均每所机构服务人数约 3636 人，低于日
本（5000 人）、新加坡（5000 人）。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仅 29%，远低于瑞士（87%）、新加坡（95%）
[11]。为减少机构数量，2000 年起台湾当局通过“金融机构合并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法令，鼓
励同业异业合并与跨业经营，运用市场机能淘汰问题金融机构。截至 2003 年，成立 14 家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机构总机构减少 58 家 [12]。
尽管第一次改革期间，台湾当局积极推动机构整并，但金融机构总数未减反增，由 2000 年的
6127 家增至 2003 年的 6363 家，每所机构服务 3552 人。为此，第二次改革集中力量推动机构整并，
提出“3 家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占有率超过 10%、公股银行减为 6 家、金融控股公司减半 7 家”的目标，
意图减少机构数量，实现规模经济。但是，“限时限量”的整并目标因违背市场规律、有政商勾结之嫌，
一经推出即遭到民众强烈反对，迫于压力，只能草草收尾，改革宣告失败。
有鉴于第二次改革的教训，马英九上台后，以尊重市场机制为原则推动金融机构整并，修正“银
行法”、“保险法”、“证券商管理规则”等法规，放宽金融机构收购限制，严控金融业低价竞争。
截至 2016 年底，岛内金融机构总数为 6253 家，平均每所机构服务人数约为 3765 人 [17]，前五大银行
占有率仅为 35.71%[13]，机构规模仍然偏小。
2、处理不良放款与问题机构，改善金融资产品质
2000 年台湾金融机构的逾期放款比率由 1995 年的 2.88% 升至 5.34%[14]，金融危机潜伏。为降低逾
期放款比率，改善资产品质，台湾当局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与金融资产服务公司，
协助金融机构剥离坏账，二是成立金融重建基金 (RTC)，协助问题金融机构退场 [15]。
为减少不良放款，2000 年底银行公会合资成立台湾金融资产服务公司 (Taiwan Financial Asset 
Service Corporation，简称 TFASC) 与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 (Taiwan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简称
TAMCO)，协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处理不良放款。前者主要负责金融机构或是资产管理公司委托处理的不
良放款，后者主要处理正常金融机构的不良放款。截至 2005 年 5 月，台湾银行业出售于资产管理公司
的不良放款约 5400 亿元。[16] 
为加速处理问题金融机构，2001 年 6 月台湾当局成立金融重建基金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简称 RTC) ，初始规模达 1400 亿元，用于接管净值为负的金融机构。由于金融机构问题较为严重，
2010 年 RTC 规模增加 1100 亿元 [17]。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基金累计赔付 38 家农渔会信用部 495 亿元，
9 家信用合作社 433 亿元，7 家银行 1134 亿元 [18]。 
随着改革推进，金融机构的备抵呆账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24.05% 上涨至 2016 年的 502.93%，逾期
放款比率由 6.2% 降至 0.27%，资产品质持续改善 [19]。
3、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管理，健全农村金融系统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受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岛内农渔会信
用部的逾期放款比率由 1995 年的 5.07% 大幅升至 2001 年 4 月的 21.44%[20]。为妥善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2001 年 8 月台湾当局对农村金融机构开始进行整顿。一方面，以合并方式引导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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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市场；另一方面，对运营较好的农渔会信用部进行分级管理，拟将信用部并入台湾农业银行。此举
引起广大农渔民的强烈抗议，十余万农渔民走上街头，发起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渔民抗争运动 [21]。
面对声势浩大的抗争运动，2002 年 11 月 30 日民进党当局召开全台农业金融会议，提出建立健全
农村金融体系。2003 年 7 月，台湾当局完成“农业金融法”的立法程序，独立于一般金融系统的农村
金融体系开始形成。2004 年 1 月，台湾当局设置了“农业金融局”，主要负责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与
政策性农业贷款项目的推动。2005 年 5 月，由各级农渔会信用部联合发起设立的“农业金库”开始营运，
主要负责辅导农渔会信用部业务发展、配合办理重大农业建设项目资金融通以及经营一般性商业银行
业务等。“金管会”数据显示，农渔会信用部的逾期放款率由 2004 年的 14.46% 降至 2016 年的 0.88%，
同期，资产规模与税前盈余由 15170 亿元、21.4 亿元升至 20821 亿元、47.7 亿元。
4、拓展海外金融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二次金融改革提出“至少有一家金融机构在海外上市或引入外资”，拟拓展海外金融市场，提
升金融竞争力。为实现改革目标，台湾当局发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循
序扩大与大陆间的金融业务往来；废止“中央再保险公司条例”，鼓励世界知名再保险公司来台设立
据点；开放保险公司与大陆及东南亚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将境外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上市满 1 年
期的限制条件缩短为 6 个月。2006 年 11 月 3 日渣打银行入主新竹国际商业银行，2007 年花旗银行并
购华侨银行、荷兰银行并购台东银行，基本达到外资银行进入台湾市场的要求。
马英九上台后，期望通过推动两岸金融合作，扩大金融市场规模。2008-2013 年先后与大陆签订
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金融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海峡两岸货币清算
合作备忘录》、《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开启
了两岸金融制度化合作的大门。其中，《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因遭到民进党掣肘，至今未能通过
岛内审议，两岸金融合作陷入僵局。2013 年 10 月，台湾“金管会”开始实施金融“亚洲杯”政策，
通过修正法规、放宽金融机构并购境外公司限制、强化与亚洲金融监理机关合作等举措，拓展海外金
融市场，推动台湾成为亚太金融中心 [22]。
随着对外开放加深，截至 2014 年底，台湾已与 35 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 48 个金融业监管合作备忘录，
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由 2000 年的 167 家增至 275 家。外资买卖上市、上柜股票占比由 2000 年的 4.52%、
2.23% 升至 2016 年的 30.4%、10.7%。2016 年 9 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在参评的 140 个国家与地区中，台湾“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排名 15，较 2006 年前进 32 名。
5、完善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稳定发展
在第一次金融改革之前，台湾金融采取的是分业监管模式，行政管理权属于“财政部”，检查权
分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与“中央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设立“金融局”、“保险司”、“证
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业进行监管。2000 年后在“金融机构合并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带动下，金融机构异业整并与跨业经营蔚然成风，混业经营逐渐成为台湾金融业发展
的主流，产品间界限逐渐模糊。由于跨部门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原有的分业监管存在权责重叠、
责任不清等问题，监管效率低下，不再适应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
为提升金融监管水平，2004 年台湾当局成立“金管会”，实现金融监管的一元化。“金管会”直
接隶属“行政院”，主管金融市场与业务的监督、管理与检查业务，下设银行局、证券期货局、保险
局与检查局等机构，将对各单位的检查权统一于检查局 [23]。集中检查有助于降低检查成本，提升监管
效率。
（二）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的作用机理
《台湾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 75 ·
由前述分析可知，2000-2016 年间，为解决金融过度自由化问题，台湾当局采取推动金融机构整并、
处理不良放款与问题机构、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拓展海外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监管等举措予以应对，
对金融效率的作用机理如下：
其一，推动金融机构整并对金融效率的影响。为减少金融机构数目，台湾当局鼓励金融机构合并，
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随着经营规模扩张，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获取市场信息与金融
创新能力增强，资金融通能力不断提高，有利于提升金融效率。另外，允许金融机构异业联盟与跨业
经营，有助于实现范围经济。金融业务多元化经营给予投融资者多样化选择，有利于分散风险、改善
融资结构，提升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与使用效益，从而有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
其二，处理不良放款与问题机构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台湾当局专门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服务
公司并设置金融重建基金，协助处理逾期呆账与问题金融机构，以改善金融资产品质。金融资产品质
反映了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能力与潜在风险水平。资产品质的好坏决定了金融机构能否实现正常运转，
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进而作用于金融效率。资产品质越好，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越低、业务拓展能
力越强，越有利于金融效率的提升。反之，金融资产品质越差，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就会越高，业务
拓展能力有限，不利于金融效率的提升。
其三，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对金融效率的影响。1989 年台湾当局开放金融机构设立，给农渔会信用
部等农村金融机构造成很大冲击。面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危机，台湾当局通过出台“农业金融法”、
设立“农业金库”等举措，形成相对独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有助于农村金融
的功能发挥与完善，有利于提升农村金融的经营管理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投资者收益，提高交
易活跃度，从而有益于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带来金融效率提升。
其四，拓展海外金融市场对金融效率的影响。为增强金融国际竞争力，台湾当局扩大海外金融市场，
逐步松绑与大陆间的金融合作，并实施金融“亚洲杯”政策。扩大海外金融市场，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首先，有助于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外部金融资源流入，拓展投融资渠道；其次，在引入竞争主体的同
时，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有助于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升金融效率；最后，扩大海外金融市场，
为逐利资本增加盈利与分散风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助于优化配置金融资源与提升金融效率。
其五，完善金融监管对金融效率的影响。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金融业务交叉经营已成为台湾
金融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为此，台湾当局成立“金管会”，对金融业进行一元化监管。一元化金融
监管避免了混业经营模式下多头监管存在的责任推诿与权利角逐问题，有助于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发
生，为金融系统的高效运行营造了相对稳健的环境。另外，一元化金融监管通过共享资源信息，降
低了监管成本，有助于充分发挥监管效能，增强金融市场的公平性，提高市场竞争活力，从而利于
金融效率提升。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实证步骤
1、模型选择
本文选用自回归模型分析台湾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产生的动态影响。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 VAR 模
型，是把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对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明确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的动
态关系。滞后阶数为 p 的                 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VAR p
1 1 , 1, 2, ,t t p t p t ty A y A y Bx t Tε− −= + ⋅⋅⋅ + + + = ⋅⋅⋅
《台湾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 76 ·
    是    维内生变量向量，  是   维外生变量，   是滞后阶数，  是样本个数。        维矩阵                和
  维矩阵 B 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    是扰动向量。
2、实证步骤
首先，为实现对三次金融改革执行情况的量化，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用以反映台湾金
融改革执行情况的金融改革综合指标（F）。
其次，在对金融系统功能理解的基础上，本文将金融效率细化为聚集效率（JJXL）、配置效率（PZXL）
与总效率（ZXL），并采用 DEA 分析法中的超效率模型测算出效率值。
再次，以金融改革综合指标（F）为自变量，分别与聚集效率（JJXL）、配置效率（PZXL）、总效率（ZXL）
建立 VAR 模型，之后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系统分析改革对效率的影响。
（二）金融改革综合指标构建
由改革举措分析可知，台湾当局推动金融机构整并、处理不良放款与问题机构、拓展海外金融市
场、完善金融监管，意图通过改善资产品质、提升盈利能力、提高国际化水平，推动金融发展。据此，
本文从资产品质、资本流动性、盈利性等六个方面，初步选取了 12 个指标（如表 1 示）用于构建金融
改革综合指标。
受数据可得限制，样本时间区间为 2000-2015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台湾“中央银行”统计咨询网与“金
管会”统计数据库，运用 SPSS20.0 软件分析。
首先，为避免指标间因量纲不同而导致方差载荷失真，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对
预设的 12 个指标进行反复筛选后，发现逾期放款比率、备抵呆账覆盖率、资产报酬率、净值报酬率
（ROE）、存贷款比率、外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市值、保险密度 8 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最为有效。
表 1 台湾金融改革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资产品质
备抵呆账覆盖率 %
金融机构逾期放款比率 %
资本流动性 存贷款比率 %
盈利性
资产报酬率（ROA） %
净值报酬率（ROE） %
保险业运营能力
保险密度 元 
保险渗透率 % 
证券市场运营能力
上市公司家数 家 
上市公司市值 亿元 
国际化程度
外资持股比例 %
境外金融机构在台分支机构家数  家
台湾金融机构境外分支机构家数  家
其次，根据特征值大于 1 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 85% 的原则，提取出主成分 F1、F2。利用成份
矩阵中各指标的系数，结合主成分特征根和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计算得出 F1、F2 的得分。
最后，以 F1、F2 对总方差的贡献率占累积贡献率之比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即得到金融改革
综合指标 F 的得分，如表 2 示。
表 2 主成分与金融改革综合指标得分表
年份 F 年份 F
2000 -2.4448 2008 -0.6812
ty k tx d p T k k× 1, , pA A⋅ ⋅ ⋅
k d× tε
《台湾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 77 ·
2001 -2.4929 2009 0.36769
2002 -3.8048 2010 1.45445
2003 -1.5610 2011 1.33911
2004 -0.4356 2012 1.82591
2005 -0.6323 2013 2.18138
2006 -0.9464 2014 3.11752
2007 -0.3947 2015 3.1076
（三）金融效率测算
依据张亦春教授（2008）等对金融市场功能的界定可知，金融市场除了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之外，
还拥有聚集金融资源的功能 [24]。据此，本文认为金融系统兼具金融资源聚集与配置功能。以台湾为例，
金融系统通过吸收存款、收取保费、发行票券（包括短期票券、股票与债券）等聚集资金，并通过发
放贷款、票券交易等对资金进行配置。为实现对台湾金融效率的全面衡量，本文将金融效率分为聚集
效率、配置效率与总效率进行分析，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如表 3 示。选取 1991-2015 年作为样本时间区间，
初步判断三次改革前后的效率变化。
表 3 投入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聚集效率 员工人数、机构数目、固定资本投资 全体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保费收入、票券发行总额
配置效率 全体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保费收入、票券发行总额 全体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票券交易总额
总效率 员工人数、机构数目、固定资本投资 全体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票券交易总额
注：票券发行总额包括短期票券市场期底发行余额、债券市场期底发行余额、股票市场总市值。票券交易总额主要包括
短期票券市场当期交易金额、债券市场当期交易金额、股票市场当期成交金额。
在选定指标后，本文运用 Matlab 软件测算出效率值，其变化趋势如图 1 示。由图 1 知，相较于
2000 年前的改革，随着三次金融改革推进，聚集效率、总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配置效率整体下滑。
影响金融效率的因素除了金融改革之外，还包括经济发展等因素，为明确改革对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
本文接下来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
图 1 金融效率变化趋势图
（四）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明确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本文对金融改革综合指标（F）与金融总效率（ZXL）、
聚集效率（JJXL）、配置效率（PZXL）分别建立 VAR 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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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F、ZXL、JJXL、PZXL 的原序列均为单位根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均
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采用 Engle-Granger 检验法对变量间协整关系进行判断。tau 值与 P 值表明
F 与 ZXL、JJXL、PZXL 间均存在协整，满足 VAR 模型建立条件。
其次，本文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与施瓦茨（SC）准则，判定 F 与 JJXL、PZXL、ZXL 建立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均为 1 阶。由图 2 看出，F 分别与 JJXL、PZXL、ZXL 构建的 VAR 模型，其特征
根全部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模型具有平稳性。
图 2 VAR 模型的特征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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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脉冲响应分析（如图 3 示）与方差分解（如表 4 示）结果可知，台湾金融改革对金融效
率存在着重要影响，其中，改革对聚集效率与总效率存在长期正向冲击，贡献率能够达到 61.46%、
33.56%；改革对配置效率存在持久负向冲击，贡献率可达 27.76%。
图 3 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作用的脉冲响应分析图
表 4 金融改革对金融效率变动的贡献率
 单位：%
时期 ZXL JJXL PZXL 
1  1.898119  23.36878  9.919800
2  7.241316  34.15902  14.20634
3  12.98028  42.12655  17.56941
4  17.91107  47.78900  20.17831
5  21.93505  51.86707  22.2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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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5.20954  54.88018  23.84179
7  27.89717  57.16448  25.14122
8  30.12572  58.93588  26.19386
9  31.99098  60.33588  27.05367
10  33.56488  61.45980  27.76080
三、结果分析与相关启示
( 一 ) 结果分析
由实证结果可知，台湾金融改革对总效率、聚集效率、配置效率存在重要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 改革对聚集效率存在持续正向冲击
原因在于，2000 年以来台湾金融改革通过推动金融机构整并、处理不良放款与问题机构、健全农
村金融体系、拓展海外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监管等举措，带来了金融业资产品质的改善、资本流动性
的增强以及盈利能力的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闲置资金进入金融市场，金融系统的聚集效率得以提升。
据台湾“中央银行”统计，2000 至 2016 年间，银行业存贷款比率由 74.73% 连续降至 62.64%， ROA
与 ROE 由 0.48%、6.19% 增至 0.68%、9.24%，保费收入由 7141 亿元增至 32793 亿元，上市公司市值
GDP 占比由 79.14% 增至 158.86%。
2. 改革对配置效率存在长期负向冲击
究其原因，主要归纳为两点：
其一，金融机构数目过多，金融创新力不足。由前述分析可知，在历经三次金融改革之后，岛内金
融机构数目仍然偏多，规模偏小，竞争激烈。同时，公营机构在金融机构中占较大比例。截至 2016 年，
八大行库的总资产、总存款与贷款比重仍占据 50% 左右 [25]。由于公营机构经营过于保守、创新动力不
足，业务开展多以存贷款等传统业务为主，随着竞争加剧，存贷款利差由 2000 年的 2.99% 降至 2016 年
的 1.38%[26]，盈利空间不断压缩，不利于配置效率提升。
其二，融资结构仍需优化，中小企业融资有待改善。由于社会征信体制不够完善，在经历了三次
金融改革后，台湾金融仍以间接金融业务为主。2016 年间接金融占比高达 79. 7%，直接金融仅占 20. 
3%[27]。以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模式，不利于资本使用率提升。另外，台湾金融市场的借款对象仍以公
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主要通过间接金融业务筹得款项。据台湾“中央银行”数据，2016 年公营企业
借款的 54.11% 源自金融市场，民营企业仅有 13.77% 的借款来自金融市场，其中，民营中小企业源自
金融市场的借款仅占 4.98%。民营中小企业数目在岛内占比高达 90% 以上，这种偏好于公营企业的借
款模式，不利于储蓄向投资转化，制约着配置效率提升。
3、改革对总效率存在长期正向冲击
尽管在三次金融改革之后，台湾仍然存在金融机构数目偏多、创新力不足、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但总体而言，三次金融改革促进了金融效率提升，为推动金融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相关启示
综上可知，台湾三次金融改革对总效率、聚集效率存在持久正向影响，对配置效率存在长期负向
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台湾当局鼓励机构整并、处理不良放款与问题机构、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拓展海外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监管等决策的正确性。但是，与此同时，也反映出岛内金融机构数目过多、
金融创新不足、融资结构仍需改善等问题依然严峻，制约着金融效率的提升。提升金融效率，未来台
湾当局应在推动机构整并、优化产权结构、完善融资结构等方面继续努力。
为适应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近年来，大陆积极推动金融改革，金融业逐步朝向市场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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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方向迈进。台湾在开放民营机构设立、允许金控公司成立、优化投融资结构、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完善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大陆有一定启示性 :
1、逐步开放金融机构设立，同步推动金融创新
近年来，大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步伐加快，已基本实现了常态化。由台湾经验可知，金融机
构设立应逐步开放，在此过程中，应建立健全风险救助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等相关配套措施，另外，
随着机构数目增多，金融创新不足将使得机构间竞争恶化。因此，大陆在逐步开放金融机构设立的同时，
除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救助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等配套措施之外，还应同步推动金融业创新发展，
不断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2、提高民营金融机构占比，优化金融产权结构
台湾金改表明，公营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不利于提升金融效率。目前，大
陆公营银行的资产、存款与贷款规模仍然占据 50% 左右的市场份额，竞争程度较低，缺乏创新力，未
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在改革过程中，大陆应提高民营金融机构占比，优化金融产权结构。一方面，
完善股权流转机制，适当减持公营金融机构中的公股份额，使其维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降低民
营金融机构设立门槛，通过税收优惠、相关补贴以及专业辅导等，大力扶持民营金融机构。
3、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
由台湾金改可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不利于提高资本使用率，制约着金融效率的提升。目前，
大陆金融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比重整体偏低，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企业负债
率，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大陆应着力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完善主板、创业板、
新三板的制度建设，推动债券市场结构优化，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等，完善融资结构，盘活存量资产，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4、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助推农村经济
面对金融自由化的冲击，台湾当局通过健全相关立法等举措，逐步建立起独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现今大陆农村金融存在政策制度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缺乏、经营业务单一、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对农
村经济支持力度不足。借鉴台湾经验，大陆应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除了通过税收、补贴等优惠
政策鼓励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之外，还应加快立法进程，制订专门的农
村金融法律法规，并成立专门的主管部门，实现单独监管。
5、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维持金融稳定
随着市场竞争推动，金融创新与混业经营已成为大陆金融发展的潮流。目前大陆金融监管采取的是金
稳会、中央银行、证监会与银保会并存的多头监管模式，面对混业经营业务，相互间存在信息割裂、协同
不足等问题，潜藏风险。大陆可借鉴台湾经验，逐步建立起一元化金融监管机制。短期内，搭建集中监管
信息平台，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交流；中长期，完成银保监会与证监会的合并，形成“一委一行一会”
的统一监管格局，提高监管效率。与此同时，不断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弥补监管的法律法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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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inancial Reform in Taiwan on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Its Implications:2000-2016
Zhu Xingting , Deng Li juan & Yang Linbo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caused by the previous reform, 
Taiwan carried out three financial reforms from 2000 and 2016 successively. It is found that three financial 
reforms have sustained positive effects on total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aggregate efficiency, and long-term 
negative effects on allocation efficiency .To improve financial efficiency, the Taiwan authorities should promote 
the consolid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ively,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mprove the 
financing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the Mainland should open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radually and promote financial innovation simultaneous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riv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property rights; establish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s to improve the financing structure; perfect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reform the mod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to maintain finan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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